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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 条件下颗粒形状特征对砂土剪切模量的影响 

罗  岚 1, 2，夏唐代 1, 2，仇浩淼 1, 2 

（1. 浙江大学 滨海和城市岩土工程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2. 浙江大学 软弱土与环境土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为了研究颗粒形状特征对砂土剪切模量的影响，选取 4 种形状不同的砂样（福建标准砂和人工石英砂）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扫描电镜获取其颗粒微观图像，使用 Image Pro Plus 软件和自编 Matlab 程序提取试样颗粒的形状特征。采用改进的

半径角和轮廓指数综合描述颗粒偏离圆或椭圆的程度以及棱角变化程度，并基于这两个参数提出颗粒形状因子来综合表征颗

粒的形状特征。之后在 K0 条件下通过弯曲元试验获得不同竖向荷载对应的 4 个试样的剪切模量，试验结果表明，砂土颗粒

的形状因子与砂土的剪切模量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最后基于 Hertz-Mindlin 接触模型，推导出引入形状因子的砂土剪切模量

理论计算公式，该计算公式与实测值吻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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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shear modulus of sand in K0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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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on shear modulus of sand, four san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hapes and grain 

sizes are prepared, including Fujian standard sand and artificial quartz sand. Image Pro Plus and Matlab program can extract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particles from images of four samples obtain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wo geometric parameters, 

radius angularity and form index, are improved and studied. Through statistical data of sand parti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dius 

angularity and form index describe different aspects of particle shape. As such, shape factor of sand is proposed based on radius 

angularity and form index to generalize particle shape. Then, a series of model tests in K0 condition is conducted to obtain the shear 

modulus of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es by bender element deployed in the sand. The tests show that shape factor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shear modulus of sand. Finally, based on Hertz-Mindlin contact model, shape factor is introduced to derive the 

formula of sand’s shear modulus, which agrees well with the measured one. 

Keywords: particle shape; sand; shear modulus; shape factor; image process; bender element 

 

1  引  言 

砂土的剪切模量作为岩土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参

数，被广泛应用于判断砂土液化、分析动力荷载响

应等方面。研究表明[1]，砂土的剪切模量与土体的

孔隙比、应力状态及颗粒的形状特征等因素有关。

针对孔隙比和应力状态的影响，很多学者已经开展

了相关研究[23]，而对于颗粒形状特征对砂土剪切模

量的影响研究较少。同时，一些学者基于图像处理

技术对颗粒的形状特征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45]，表

明直接获取的单一形状参数很难完整描述颗粒的形

状特征，应结合不同的参数综合表征。综合考虑砂

土颗粒各层面形状参数和剪切模量的研究并不多

见，而将其量化的相关理论计算公式则更罕见。 

本次研究选取福建标准砂和人工石英砂共 4 个

砂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扫描电镜获取颗粒的微观

图像，通过 Image Pro Plus 软件和自编 Matlab 程序

获取试样多层面的形状特征参数。使用弯曲元获得

K0 状态下各个试样的剪切模量，研究颗粒形状特征

与砂土剪切模量的关系。最后将颗粒形状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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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Hertz-Mindlin 接触模型，推导砂土剪切模量的

理论计算公式。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本研究选取的试验材料为不同平均粒径的福建

标准砂和人工石英砂，共 4 个试样，其主要矿物成

分均为 SiO2。4 种砂样被分别编号为 B1、B2、R1、

R2，其中 B1、B2 为福建标准砂，R1、R2 为人工

石英砂。为了消除颗粒级配对试验结果的影响，突

出颗粒形状特征与砂土剪切模量的关系，采用振动

筛分机将上述 4 种砂样制备成级配不良的均粒土，

Cu =1～2。试样信息及基本物理参数见表 1。 

 

表 1  试样信息及基本物理参数 

Table 1  Information and basic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s 

试样 

信息 

试样 

编号 

颗粒相对 

密度 ds 

平均粒 

径 d50 

内摩擦角 

/(°) 

不均匀 

系数 Cu 

极限孔隙比 

emax emin 

福建标 

准砂 

B1 2.659 0.156 29.3 1.63 0.947 0.662 

B2 2.655 0.710 28.4 1.43 0.858 0.614 

人工石 

英砂 

R1 2.651 0.133 28.8 1.94 0.855 0.480 

R2 2.650 0.704 32.4 1.44 0.836 0.544 

注：内摩擦角在相对密实度为 0.8 时测得。 

 

2.2  颗粒形状特征的获取与表征 

对上述 4 种砂样分别选取大于 100 颗样本，采

用扫描电镜对样本进行扫描并获取微观图像。4 种

砂样的颗粒扫描电镜图见图 1。 

 

  

(a) B1                         (b) B2 

  

(c) R1                       (d) R2 

图 1  试样扫描电镜图像 

Fig.1  SEM images of samples 

通过电镜扫描得到的砂土微观颗粒图像为 4 波

段图像，并不能被计算机程序直接用于分析处理。

本次研究选取试样在 50 倍放大倍数的扫描电镜图

像，采用 Image Pro Plus 软件对颗粒轮廓进行识别，

并将 4 波段图像转化为黑白二值图像。图 2 为 R2

砂样通过 Image Pro Plus 软件处理得到的黑白二值

图像。Image Pro Plus 的颗粒自动轮廓循迹功能基于

灰度阈值控制，在处理相互重叠或紧贴的颗粒时可

能形成较大的团粒从而影响颗粒形状参数的进一步

提取。因此，对于颗粒的重叠区域采用手动边界循

迹加以修正，并剔除轮廓不完整的颗粒。 

 

  

(a) 扫描电镜图像               (d) 二值图像 

图 2  R2 试样扫描电镜图像和二值图像（放大 50 倍） 

Fig.2  SEM image and binary image of sample R2 

(enlarged 50 times) 

 

Image Pro Plus 可以直接给出经过轮廓识别后

的形状参数，包括颗粒面积、分形维数、纵横比、

周长、圆度等。表 2 列举了 Image Pro Plus 中常用

的颗粒形状参数及其定义。 

上述形状参数中，分形维数、圆度等参数常被

直接用来定义颗粒的粗糙度[67]。其中一些参数如纵

横比、等效椭圆周长等参数基于颗粒轮廓的等效椭

圆建立，等效椭圆指与颗粒具有相同面积和相同一

阶矩、二阶矩的椭圆，其形心与颗粒形心重合。 

 

表 2  Image Pro Plus 中常用的颗粒形状参数 

Table 2  Common particle shape parameters in  

Image Pro Plus 

符号 名称 定义 

Area 面积 颗粒轮廓包围的面积 

Aspect 纵横比 颗粒等效椭圆的长短轴之比 

D 直径 颗粒平均直径 

F 分形维数 颗粒轮廓的分形维数 

P 周长 颗粒轮廓的长度 

Pe 等效椭圆周长 颗粒等效椭圆的周长 

Rd 圆度 颗粒轮廓的圆度 

 

图 3 为 B2 试样某颗粒的等效椭圆示意图。以

颗粒形心为极坐标中心，在角度 处，R 为颗粒轮



第 10 期                   罗  岚等：K0 条件下颗粒形状特征对砂土剪切模量的影响                       3697   

廓半径，REE 为与颗粒所对应的等效椭圆的半径。

基于极坐标及颗粒轮廓半径，AI-Rousan 等[8]提出了

颗粒轮廓指数 FI 来描述颗粒的轮廓形状： 

355
5

0

R R
FI

R


 

 







             （1） 

从轮廓指数的定义式可以看出，当颗粒轮廓为

圆时其值为 0，而轮廓半径变化越剧烈时其值越大。

与轮廓指数相类似，Masad 等[9]考虑等效椭圆半径

提出了半径角量化指标，其定义式如下： 

355

0

R REE
RA

REE


 

 






            （2） 

完整圆或椭圆的半径角为 0，与圆或椭圆偏离

越大的颗粒半径角越大。 

 

 

图 3  B2 试样某颗粒轮廓及等效椭圆 

Fig.3  Particle shape and equivalent ellipse of one in 

sample B2 

 

直接采用上述某单一参数来描述颗粒形状已在

各种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 Santamarina 等[10]指

出，颗粒形状应该从球形度、棱角度、粗糙度 3 方

面进行描述。刘清秉等[11]将颗粒形状参数分为轮廓

全局面貌、磨圆度、表面微纹理结构 3 层，使用 6

个参数综合描述颗粒的形状特征。参考上述研究成

果，本次研究选取半径角和轮廓指数两个参数，分

别用来描述颗粒偏离圆或椭圆的程度以及颗粒棱角

变化特征。为了使描述更加精确，两个参数均采用

间隔 1°进行计算，即 1RA 和 1FI ，其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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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RA 和 1FI 并不能从 Image Pro Plus 中直接获

取。本研究采用 Matlab 编制了图像参数提取程序，

从经过转化的黑白二值图像中提取出试样颗粒轮廓

的 1RA 和 1FI 。 

2.3  砂土剪切模量的测定试验 

2.3.1 试验设备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浙江大学软弱土与环境土工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研制的便携式弯曲元测试系统[12]，在模

型箱中测试不同竖向荷载下试样的剪切波速，通过

下式确定砂土的剪切模量G ： 

2

SG V                 （4） 

式中： 为试样的密度； SV 为剪切波速。图 4 为试

验设备布置的示意图。为了消除边界面的反射和折

射对剪切波速测定的影响，采用大尺寸模型箱进行

试验，其尺寸为 100 cm×45 cm×50 cm（长×宽×高）。 

 

 

图 4  剪切模量试验设备布置图 

Fig.4  Arrangement of instruments in shear modulus test 

 

试样采用砂雨法进行制模来获得目标孔隙比。

模型箱内壁每 5 cm 高设有一道水平控制线，以保证

制样的均匀性。试样总高度为 40 cm，当制样到   

20 cm 时，按图 4 所示在模型箱中部布设弯曲元。 

试样制模完成后，在竖向荷载作用下从 0 kPa

逐级加载到 1 000 kPa，加载速率为 50 kPa/min。加

载到每级荷载时，稳定 10 min 使砂样充分固结，测

量该级荷载下试样的剪切波速。加载板上装有千分

表，可以测量试样孔隙比的变化。为了保证试样处

于 K0状态，模型箱采用 5 cm 厚铝板并有 5 cm 厚加

强铝肋条来限制砂土的侧向变形，而加载板采用两

层 5 cm 厚铝板中间夹 5 cm 厚铝肋条网的方式来保

证刚度。 

2.3.2 剪切波速的确定 

对弯曲元获得的剪切波信号分析主要有时域分

析和频域分析。根据 Yamashita[13]、顾晓强[14]等的

试验结果，本研究采用时域初达波法来判定剪切波

在接收端弯曲元的到达点，从而通过下式确定试样

的剪切波速： 

S

L
V

t
                （5） 

式中：L 为激发端弯曲元到接收端弯曲元的距离；t

为剪切波的传播时间。 

 

R 

颗粒轮廓 

等效椭圆轮廓 

REE 

千分 
表 竖向荷载 

加载板 

砂样 

激发端弯 
曲元 

接收端弯 
曲元 

20 cm 

2
0
 c

m
 4
0
 c

m
 

100 cm 

4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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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域初达波法中，如何判定剪切波的初达位

置是得到准确剪切波速的关键，而输入波形以及频

率对接收到的剪切波形有显著影响。常用的输入波

形有正弦波和方波。Blewett 等[15]通过大量试验发

现，正弦波的接收信号比方波更清晰，因为方波到

达接收端后在起振段便出现显著的变形导致波形畸

变，不能准确判断剪切波初达点，而正弦波引起的

变形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正弦波作为输入信号。 

对于接收端弯曲元，最先到达的信号为近场项

P 波，其极化方向与 S 波相反，这将引发近场效应，

影响剪切波传播时间的判定。研究表明[16]，尽可能

提高 L 与剪切波长  的比值可以有效减小近场效

应，获得更清晰的波形。EI-Sekelly 等[17]建议 /L 的

值应大于 2。因此，减小近场效应的影响可以从提

高测试距离和激发波的频率两方面入手。 

在三轴、共振柱等固定试样上的弯曲元试验，

由于测试距离固定，只能通过提高激发频率来减小

近场效应。顾晓强等[14]通过共振柱上的弯曲元试验

指出信号频率高于 10 kHz 后输出信号基本稳定，建

议采用 10 kHz 作为激发频率。对于本次研究，虽然

可以同时提高测试距离和激发波的频率来减小近场

效应的影响，但是也需要考虑信号的强度。测试距

离的增大会使接收信号减弱，而激发波的频率则会

影响弯曲元与土体之间的耦合以及波在试样中的散

射。高频信号在试样中散射所引起的能量衰减大于

低频信号，会影响接收信号的强度。同时，当弯曲

元与土体发生共振时才能获得较强的信号。周燕  

国[12]通过试验证明，当插入土中的弯曲元悬臂长度

较短时，弯曲元和土体的共振频率主要取决于弯曲

元本身的特性；对于长悬臂弯曲元，共振频率主要

取决于土体本身的刚度。三轴、共振柱等试验仪器

上的试验高度较小，弯曲元悬臂端通常只有 2～   

5 mm，属于短悬臂，而本次研究为了提高激发信号

的强度，采用了悬臂长度为 15 mm 的长悬臂弯曲

元。 

在每一级竖向荷载下，以 6 kHz 激发频率得到

的接收端弯曲元电压幅值 U6作为基准，不同激发频

率所对应的接收端弯曲元电压幅值 U 与 U6 的比值

U/U6 即最大相对幅值可以反映激发频率变化引起

的接收端弯曲元信号幅值的变化。图 5 为 R1 试样

在不同竖向荷载下不同激发波频率 f 所得到的接收

波最大相对幅值 U/U6。可以看出，随着竖向荷载的

升高，土体刚度不断增加，低频激发信号产生的接

收信号的相对幅值降低，而高频激发信号产生的接

收信号的相对幅值升高，产生最大相对幅值所需的

激发信号的频率逐渐升高。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的激发端弯曲元到

接收端弯曲元的距离 L 为 20 cm，激发频率建议采

用某一竖向荷载下能得到最大幅值接收信号的频

率，并在加载阶段逐步提高激发频率。图 6 为 R2

试样的典型 S 波信号，可以看出，近场效应已被控

制在合理范围，对剪切波的干扰较小，且信号清晰。 

 

 

图 5  R1 试样不同竖向荷载下的激发频率-接收 

信号相对幅值图 

Fig.5  Stimulating frequency-relative receiving amplitude 

curves of sample R1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stresses 

 

 

图 6  R2 试样 S 波信号 

Fig.6  S-wave signal in sample R2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颗粒的形状特征 

选取放大 50 倍的试样颗粒扫描电镜图像，在 4

个试样图像中各随机选取 100 个颗粒，分别提取颗

粒轮廓指数和半径角指标，将 100 个颗粒的平均值

作为该试样的标准值，结果如图 7 所示。 

对比 4 个试样，R1 试样的 1RA 和 1FI 均最大，

即颗粒的形状轮廓与圆或椭圆偏差最大，棱角变化

最剧烈。对于 B1、B2 和 R2 试样， 1RA 和 1FI 并没

有在变化上表现出一致性。随机选取 4 个试样中的

200 个颗粒对 1FI 和 1RA 的关系进行分析，其对比结

果如图 8 所示。 

0 2 4 6 8 10 
0.2 

0.4 

0.6 

0.8 

1.0 

1.2 

1.4 

加载 

U
 /

U
6

 

加载 

f /kHz 

2.07 kPa 
113.2 kPa 
200 kPa 
400 kPa 
600 kPa 
800 kPa 
1 000 kPa 

-0.001 0.000 0.001 0.002 
-40 

-20 

0 

20 

40 

时间/s 

输
入
电
压
/V

 

-4 

-3 

-2 

-1 

0 

1 

2 

3 

初达点 输
出
电
压
/V

 

激发点 



第 10 期                   罗  岚等：K0 条件下颗粒形状特征对砂土剪切模量的影响                       3699   

 

图 7  各试样的 FI1和 RA1 

Fig.7  FI1 and RA1 of four samples 

 

 

图 8  FI1和 RA1 的相关性分析 

Fig.8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I1 and RA1 

 

从整体上看， 1RA 和 1FI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

是对于颗粒密集的区域，即 1FI =2～4 和 1RA =20～

40 的范围， 1RA 和 1FI 的相关性不明显。因此，仅

仅采用 1RA 和 1FI 两者之一并不能完整描述颗粒的

形状特征，应该综合颗粒整体轮廓和棱角特性两方

面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定义了综合

表征颗粒形状粗糙程度的形状因子 ，其定义式为 

1 1

100

FI RA



              （6） 

对于圆或椭圆颗粒，其形状因子的值为 0；颗

粒的形状轮廓偏离圆或椭圆的程度越大，棱角变化

越剧烈，则形状因子的值越大。 

表 3 列出了 4 个试样的形状因子值。其中 R1

试样所对应的 最大，其颗粒粗糙程度最大；B1 试

样的 最小，其颗粒粗糙程度最小。对比表 1 还可

以发现，颗粒粗糙程度越大，其能达到的最小孔隙

比越小，这与 Cho 等[18]的研究结果相同。 

3.2  颗粒形状特征对剪切模量的影响 

本次研究主要测试了 4 个试样在密实状态下的

剪切模量，其初始孔隙比及相对密实度见表 4。图 9

显示了竖向荷载 v 从 0 kPa 加载到 1 000 kPa 的过

程中 4 个试样孔隙比 e 的变化情况。加载开始阶段，

试样的孔隙比变化比较明显，随着荷载的不断增加，

虽然孔隙比逐渐减小，但是由于 4 种试样均处在密

实状态，其孔隙比变化不大。 

 

表 3  试样的形状参数 

Table 3  Shape parameters of four samples 

试样编号 FI1 RA1  

B1 2.714 0 26.291 0.714 

B2 3.037 8 25.420 0.772 

R1 3.420 0 31.853 1.089 

R2 3.031 0 28.800 0.873 

 

表 4  试样的初始状态 

Table 4  Original state of test samples 

试样编号 初始孔隙比 相对密实度/% 堆积状态 

B1 0.711 82.66 密实 

B2 0.624 96.01 密实 

R1 0.482 99.50 密实 

R2 0.553 96.90 密实 

 

 

图 9  试样v与 e 的变化关系 

Fig.9  Variation of v with e of samples 

 

孔隙比对砂土的剪切模量有显著的影响。

Hardin 等[1]通过大量共振柱试验得出了砂土剪切模

量的经验公式，如下： 

1

a 0( ) ( )n nG AF e P              （7） 

式中： A 、n为材料的试验参数； ( )F e 为孔隙比函

数； aP 为大气压强； 0 为砂土平均有效固结应力。 

4 个试样虽然均处在密实状态，但其在试验过

程中所对应的孔隙比范围不同。为了消除孔隙比的

影响，将 F(e)对不同竖向荷载下的实测剪切模量进

行归一化处理。根据姬美秀等[19]的研究，本研究取
2( ) (2.973 ) / (1 )F e e e   。图 10 显示了 4 个试样

的归一化剪切模量与竖向荷载的关系。从图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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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同一竖向荷载下，R1 试样的归一化剪切模

量最大，而 B1 试样的归一化剪切模量最小。4 个试

样的归一化剪切模量与其形状因子呈现出良好的相

关性，即在竖向荷载相同的条件下，颗粒形状粗糙

程度越大，其形状因子越大，则对应的归一化剪切

模量越大。 

 

 

图 10  试样v与 G/F(e)的变化关系 

Fig.10  Variation of v with G/F(e) of samples 

 

4  剪切模量理论计算公式推导 

4.1  公式推导 

根据 Hertz 接触模型，对于两个光滑球体的接

触问题，其法向接触刚度 nD 为 

n 2

2

1

E
D a





            （8） 

式中：E 为球体材料的弹性模量； 为材料的泊松

比；a 为球体间接触面的半径。 

Mindlin[20]基于 Hertz 模型推导了两粗糙球体间

的切向接触刚度 sD 为 

s

4

(2 )(1 2 )

E
D a

 


 
          （9） 

Hertz 模型中，球体间接触面半径为 

2

n3
3(1 )

4

rF
a

E


           （10） 

式中：r 为球体的半径； nF 为球体间法向接触压力。 

根据 Digby[21]基于随机堆积的等球体在静水压

力中的研究， nF 可表示为 

2

n

4π (1 )r e
F

c

 
            （11） 

式中： 为颗粒的平均围压；c 为颗粒间接触配位

数。 

夏唐代等[22]通过拟合实测和计算机模拟结果

得出了配位数 c 与孔隙比 e 之间的关系为 

1

0.123(1 )0.023e 2.393ec           （12） 

研究表明[23]，颗粒形状的粗糙程度会影响颗粒

间接触面积的大小，棱角的存在会使得实际颗粒间

的接触面半径大于通过 Hertz 模型得出的接触面半

径。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将颗粒形状因子引

入颗粒间接触面半径的确定中，本文假定颗粒形状

因子在统计上各向同性，定义实际接触面半径 0a 来

计算颗粒的法向接触刚度和切向接触刚度，假定 0a

与 a 的关系式为 

0 (1 )a k a              （13） 

式中： k 为一常数，其与颗粒形状特征的提取间距

及颗粒材料种类有关。对于球体颗粒，实际接触面

积与 Hertz 接触面半径相等。 

基于粒径相同的各向同性散体介质假定，颗粒

的宏观剪切模量与颗粒间接触刚度的关系如下[24]： 

n

s

n

5
 

4π (1 ) 3 2

cD
G

r e

D

D







 
   

   




      （14） 

结合式（8）～（14），可得出考虑颗粒形状特

征的剪切模量计算公式为 

2 2

3
2 2 2

5(1 )(1 ) 3

(1 )(10 7 ) π (1 )

k c E
G

e

  

 

 


  
      （15） 

4.2  理论计算与试验对比分析 

通过式（15）可计算试验中 4 个试样在每级竖

向荷载下的理论剪切模量。参考相关研究[2526]，取

砂土颗粒的弹性模量 10 GPaE  ，颗粒泊松比

0.3v  。平均围压 可根据下式计算： 

v(2 1)

3

K 



             （16） 

式中：K 为侧向土压力系数。本研究中试样在试验

过程中均处在 0K 状态，因此， K 可取静止土压力

系数，即 

1 sinK                （17） 

式中：为砂土的内摩擦角，本次研究取 4 个砂样

在相对密实度为 0.8 的实测内摩擦角，如表 1 所示。 

通过理论计算公式与实测剪切模量拟合可以发

现，当系数 k  0.1～0.15 时，两者吻合较好。图 11

给出了 0.1k  时 4 个试样的理论计算剪切模量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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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剪切模量的对比图，其中 BJ1、BJ2、RJ1、RJ2

分别对应了 B1、B2、R1、R2 这 4 个试样的理论计

算剪切模量。从图 11 可以发现，加载开始阶段，砂

土剪切模量增加较快，随着加载的进行，剪切模量

变化速度减小。考虑颗粒形状特征的砂土计算剪切

模量与实测剪切模量拟合较好，理论计算公式达到

了良好的计算精度。 

 

 

图 11  理论计算剪切模量与实测值的对比 

Fig.11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results of shear modulus of four samples 

 

5  结  论 

（1）对于大尺寸模型箱中的长悬臂弯曲元，合

理设置测试距离和激发信号的频率可以提高高应力

条件下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减小近场效应，提高剪

切波速测试的精度。 

（2）将颗粒的形状特征划分为颗粒偏离圆或椭

圆的程度以及颗粒棱角变化特征两层，分别采用改

进的颗粒半径角和轮廓指数来描述这两层特征，综

合两层特征的参数提出了颗粒形状因子，用以表征

颗粒的粗糙程度。 

（3）砂土的归一化剪切模量和砂土颗粒的形状

因子存在良好的相关性。颗粒的形状因子越大，其

颗粒偏离圆或椭圆的程度越大，轮廓棱角变化越剧

烈，则砂土的归一化剪切模量越大。 

（4）在 Hertz-Mindlin 接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

颗粒形状因子，推导出砂土剪切模量的理论计算公

式。理论计算得到的砂土剪切模量和试验实测值吻

合较好，证明了本次研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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